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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重塑、 政策调适与复杂政策执行:
来自县域精准扶贫政策执行的经验

蔡长昆 李悦箫**

【摘  要】要实现国家社会发展目标,将治理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关键在于制度执行力。但是,
几乎所有的社会发展政策都是复杂政策,复杂政策在地方如何执行?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本研究通

过将政策执行视为 “地方化”过程,构建了理解复杂政策执行过程和机制的 “结构 调适”分析框

架。以三个县精准扶贫政策的经验为基础,本文对县政府执行精准扶贫政策的机制进行了分析。在

“结构 调适”框架下,本研究发现,在特定政策情境之下,面临高冲突性和高模糊性的精准扶贫政

策,县政府构建了多样化的策略。一方面,县政府通过组织结构重构、利益捆绑等权力重塑机制,
消解精准扶贫政策的横向和纵向冲突;另一方面,通过知识整合和政策学习等政策调适机制,实现

了政策对象的清晰化、政策工具的精准组合和政策目标的 “硬化”。本文对这一过程嵌入的政策情

境、后果以及理论和实践启示进行了讨论。
【关 键 词】复杂政策;权力重塑;政策调适;精准扶贫

一、 问题的提出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把我国制度优

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其中,“制度的生

命力在于执行”。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

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已经发生转变。要实现更加

公平、更高质量的发展,需要实现反腐、反贫

困、环境保护、安全生产等社会目标。但是,实

现这些目标的政策均具有复杂政策的特征,这对

执行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理解复杂政策的执

行机制以及其产生的结果,对于理解我国的制度

执行力,以及社会发展目标的实现具有重要意义。
所谓 “复杂政策”,是指那些具有高冲突性

和高模糊性特征的政策。高冲突性是指政策执行

主体之间存在显著的利益不一致,但存在高度的

相互依赖;高模糊性是指政策目标和政策工具的

模糊性[1]。自普莱斯曼和威尔达夫斯基有关政策

执行的经典作品问世以来,学者们逐渐认识到,
中央的政策不会自动执行[2]。在中央的目标和实

际的政策结果之间,存在着很长的 “缺失的链

条”(missing
 

link)[3]。在这一链条中,政策的

复杂性会显著影响政策执行的模式、过程和效

果。虽然相关研究相对丰富,但是,当下研究主

要将政策属性作为外生的约束性变量,关注复杂

政策的执行模式,忽视了政策属性的可建构性,
以及复杂政策执行的内在过程及其带来的多样性

后果。
为了打开复杂政策执行的 “黑箱”,通过将

政策执行视为 “地方化”过程,本研究建构了理

解复杂政策执行机制的 “结构 调适”框架。在

这一框架下,即使面临复杂的政策情境,地方政

府和具体的政策执行者仍可以采用多样化的机制

“化解”复杂政策。一方面,地方政府可以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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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重塑机制,例如组织结构再造和利益捆绑等

策略,降低政策执行中的冲突性;另一方面,地

方政府可以通过政策调适机制,包括政策学习和

知识整合等策略,降低政策执行过程中的模糊

性。进一步,通过以三个具有 “最大差异”特征

的三个县的精准扶贫政策执行过程为案例,本文

对这一框架进行了经验验证。

二、 文献回顾和理论框架

(一)复杂政策及其执行问题

自政策执行问题被提出开始,无论是自上而

下视角、自下而上视角还是第三代政策执行的

“融合”视角[4-6],复杂政策的执行问题一直是

重要的研究主题。从自下而上视角来看,政策目

标的一致性、政策问题的明晰性、政策工具的可

得性和政策资源的丰富性是理解政策执行结果的

关键。同时,政策目标是否能够获得强的政治支

持,执行过程中卷入主体的多寡,“自上而下”
组织链条的完整性,地方组织变革的需求等,均

会影响自上而下的行政控制的难度,影响政策目

标被 “消磨”的可能性[7-8]。
不同于自上而下视角对于复杂性的 “控制”

的强调,自下而上视角认为政策执行过程是嵌入

在地方政府场域之中的[9-10]。处于政策执行 “底
端”的地方政府和具体的实践者是理解政策执行

的重要因素[11]。此时,政策的复杂性极大地影

响了地方政府和政策实践者的政策执行过程和策

略。一方面,政策目标、政策工具等的不确定性

赋予了地方政府多样化的 “政策操纵”的空间;
另一方面,随着卷入政策执行的主体的增多,地

方政府可以策略性地利用多样化的政治协商策

略,影响政策执行的最终结果[9-10,12]。
虽然自上而下以及自下而上的视角都关注政

策复杂性产生的影响,但是,由于对政策执行本

质的理解存在差异,导致二者对于复杂性的来

源、复杂性对政策过程和结果的影响等方面均存

在争议。为了解决这一问题,马特兰德构建的

“模糊 冲突”模型成为理解复杂政策执行的重要

理论基础。在 “模糊 冲突”模型下,政策的复

杂性主要包括两个维度:模糊性和冲突性。不同

的政策复杂性类型会影响政策执行过程,导致不

同的政策执行模式[1]。不同的政策执行模式,其

支配性要素也存在很大的差异 (见表1)。自此

之后,“模糊 冲突”模型成为理解复杂政策影响

政策执行模式的基本框架。例如,有学者则将

“模糊 冲突模型”纳入欧盟的治理结构,讨论不

同的政策复杂性特征所导致的多样化政策执行模

式[13]。也有学者将 “模糊 冲突”模型与 “项目

制组织”研究进行整合,讨论不同政策领域中行

政组织结构的差异[14]。

表1 模糊 冲突模型

冲突性

低 高

模
糊
性

低
行政性执行
(支配性要素:资源)

政治性执行
(支配性要素:权力)

高
试验性执行
(支配性要素:情景)

象征性执行
(支配性要素:联盟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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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在不同的政策领域,复杂政策的执行研

究仍然有所进展,但是,21世纪以来,正如吉

尔·斯科菲尔德 (Jill
 

Schofield)所言,当下研

究几乎 “没有处理政策执行中的混乱性、模糊性

和复杂性”[15]。第一,当下对于复杂政策执行研

究主要是增加变量,这虽然增加了政策复杂性的

维度,但忽视了对政策复杂性的动态变化过程的

理解。第二,当下研究主要强调复杂政策的 “执
行模式”;即便是增加新的复杂性维度,其主要

目的在于获得更多执行模式的类型[16-17]。这些

研究虽然极大地深化了不同情境下多样化的政策

执行模式,但是,正如查洛特·索丝曼 (Char-
lotte

 

Sausman)等学者所言,“对于中央政策如

何在实践中被执行,以及执行过程中动态性和互

动性本质,当下的研究仍然存在鸿沟”[18]。所

以,仅仅强调静态的执行模式是不够的。在刚性

的政策复杂性特征之下,地方政府和卷入政策执

行过程中的各主体间的政策学习和政策互动,以

及对政策复杂性的再建构和再塑造,扮演着重要



38   公共管理与政策评论
  2021.4

公共管理与政策评论 2021.4,36 48

角色[11,15]。第三,当下有关复杂政策执行的研究

存在着 “失败偏见”。沿袭马特兰德有关政策执

行模式的界定,复杂政策的执行模式主要是 “象
征性执行”。但是,给定复杂性的可建构性以及

政策执行的互动性特征,复杂性政策执行的后果

可能是多重的,象征性执行以及执行失败并不一

定是其 “必然的命运”。
(二)权力重塑和政策调适:复杂政策执行

的 “结构 调适”框架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抗解问题的增多,
复杂政策的跨边界特征,使得政策执行的研究逐

渐开始转向治理视角[3,19],成为 “政策执行复

兴”[20-21] 的引擎。随着政策执行研究开始转向

治理视角,政策执行过程是嵌入在跨层次治理系

统之中[3,19,22] 的 “地方化”政策转译过程[23]。
特定政策 “进入”地方政府,被地方政府采纳,
到政策被 “实践”,是非常漫长的过程。在治理

视角下,首先,政策执行的过程是政策/行动的

连续谱。政策执行和决策之间的关系是模糊的。
正如Hill所言,“将政策执行与决策事项分隔,
这是一个危险的倾向”[24]。作为整个政策过程的

内生性组成部分[23],决策过程和政策设计会对

政策执行产生非常大的影响[25]。其次,知识和

政策学习在政策执行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

色[23]。最后,政策执行是在特定的地方,围绕

多样化主体开展的行为[18,26]。在地方,政策执行

的过程充满了政治冲突、协商和合作[27]。
治理转向为复杂政策的执行提供了重要的理

论基础。一方面,复杂政策本就是嵌入在纵向的

跨层次结构以及横向跨部门结构之中的。无论是

在跨层次的执行结构之中,还是在特定地方的跨

边界的合作结构的建构,都意味着需要塑造基础

的组织 制度安排。另一方面,政策转译和实践

过程[18,23] 的政策学习为复杂政策问题的低结构

性提供了良好的分析视角。其中,在纵向 横向

的执行结构中的 “政策学习”是理解政策议题在

执行过程中得以被 “化解”的关键维度。正如

Grin和Loeber所言,“要充分理解政策执行作为

政策决策的内生部分,我们需要在学习、政策变

迁以及再组织动力机制之间建立理论关联”[28]。
基于此,复杂政策的政策设计和政策实践之间

“缺失链条”的 “衔接”主要包括两个维度:执

行结构和政策学习。
虽然在治理转向之下,结构和政策学习都被

视为理解政策执行的基础分析维度,但是,当下

研究对于这两个维度的分析并没有被充分整合。
然而,无论是从 “结构”还是从 “政策学习”来

看,二者都是非常重要的补充性变量。正如

Heclo在政策过程中对于权力和学习之间关系的

讨论所揭示的[29],“学习理论必须强调权力和知

识之间的复杂关系”[28]。例如,Dunlop等在分析

政策学习的过程中,将 “the
 

level
 

of
 

uncertainty
 

or
 

problem
 

tractability”以及 “mechanisms
 

of
 

actors􀆳
 

certification”,即学习过程的结构,作为

分析政策学习的基本框架[30]。这说明,在复杂

政策的执行过程中,如何整合这两个视角以构建

更为整体的分析框架,是深入理解复杂政策执行

过程和结果的关键。基于此,本文构建了 “结构

调试”框架,以分析复杂政策执行过程 (见下

页图1)。
在 “结构 调试”框架下,首先,政策的地

方实践是嵌入在特定的政策情境之中的[31]。自

上而下来看,政策设计会对政策执行过程产生影

响[32]。在政策设计过程中,政策并非 “铁板一

块”,而是由多样化的 “政策束”(policy
 

bun-
dles)组成[33]。“政策束”的 “组合”逻辑会显

著影响地方政府的执行过程和结果。同时,政策

执行过程是嵌入在上下级政府的互动结构之中

的[34],政策执行的行政结构会影响政策执行过

程。在多层次结构之中,随着政策链条的 “下
沉”,不同层级的政府拥有不同的 “决策空

间”[10]。决策权的分配影响政策的 “软硬”程

度,最终影响政策执行过程[35]。
其次,在特定政策情境之下,政策的复杂

性———无论是模糊性还是冲突性———均会影响地

方政府的政策执行过程。从政策冲突性维度来

看,随着政策执行卷入的主体增多,无论是横向

还是纵向维度,政策主体之间的利益冲突,使得

政策执行过程充满了政治协商和博弈,政策协调

将变 得 越 来 越 困 难,政 策 执 行 面 临 重 重 困

境[36-37]。从模糊性维度来看,政策目标的明晰

性和一致性,政策工具的可得性———包括政策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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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的可追溯性 (the
 

tractability
 

of
 

policy
 

prob-
lems),技术的明晰性、可操作性以及不确定性,

政策对象和目标人群的明晰性,均会影响政策执

行过程以及最终的政策产出[38-39]。

图1 复杂政策执行的 “结构 调适”框架

  政策 “下沉”会成为新的外部冲击,政策情

境以及政策属性构建了地方政府执行行为的基本

约束;但是,地方政府的响应并不是机械的和线

性的[6,40]。相反,地方政府可以采取非常多样化

的策略 “中介”政策情境,“消解”政策的复杂

性,从而决定最终的政策产出。正如政策执行的

地方实践过程所显示的,在特定的 “地方”,政

策执行的过程既是一个政治过程[10],也是一个

政策调适过程[15]。
政治过程与政策的冲突性有关。围绕政策的

“冲突性”,地方政府可以利用多样化的政治策略

实现利益主体之间的权力重塑。从纵向来看,地

方政府可以通过组织结构再造,改变原有行政组

织中的权力、责任和压力的分配,重构下级政府

的注意力和组织激励,影响政策产出。组织重构

的过程既是责任和压力的再分配过程,也是赋能

的过程。从横向来看,地方政府可以通过多种利

益整合机制,在政府部门之间,以及政府部门和

社会部门之间建立更为紧密的 “利益共同体”,实

现多利益主体的参与以及更为丰富的资源动员。
政策调适过程与政策模糊性有关。一方面,

无论是政策目标、政策对象还是政策工具,在特

定政策情境下,地方政府可以构建丰富的政策学

习机制和渠道;同时,政策实验、“政策求解”
“政策替代”等方式也是降低政策模糊性的重要

策略[41-42]。另一方面,在政策实践过程中,地方

政府会充分调动地方性知识,在刚性的政策指示

和复杂的地方情境之间进行 “切事化”的政策工

具选择和地方调适,以实现政策目标。需要说明

的是,政策调适也是嵌入在地方权力重塑策略之

下的。横向 纵向的组织结构再造也重构了地方政

府的信息和知识的获取能力、流动方式以及利用

方式,最终影响了政策学习能力和政策产出。
如前所言,复杂政策的执行问题,基本上都

被淹没在 “象征性执行”模式下,充满 “执行失

败”的悲观色彩。但是,作为过程的政策执行是

很难进行成功 失败的二分法判定的[43]。如果将

政策执行视为 “地方化”过程,服从与否并不是

问题的核心[44]。地方政府针对复杂政策所采取

的多重策略,以及执行过程最终导致的多样化后

果,是理解这一问题的关键。
总之,通过在 “治理”转向的基础上将政策

执行视为 “地方化”过程,本研究构建了分析复

杂政策执行过程和机制的 “结构 调适”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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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本文将复杂政策的执行问题嵌入在中国

的 “精准扶贫”政策执行的经验情境之中,对我

国地方政府执行精准扶贫政策的过程和机制进行

追踪,以打开地方政府执行复杂政策的 “黑箱”。

三、 经验背景与研究方法

(一)作为复杂政策的精准扶贫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贫困人口在生存状况、
基础设施以及公共服务供给方面都发生了显著的

变化[45]。但是,由于历史欠账太多,城乡分割的

福利体制以及地区间发展的不均衡,农村贫困问

题仍然严重。为了改变这一状况,2013年,习近

平提出精准扶贫;2014年年初,国务院扶贫办下

发了 《建立精准扶贫工作机制实施方案》,提出逐

步建立精准扶贫工作的长效机制。2015年,精准

扶贫正式确立为中国新时期的扶贫战略。随着各

项政策陆续出台,“六个精准”理念被提出,精准

扶贫逐渐成为解决农村贫困问题,实现 “2020年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承诺”的 “攻坚战”。
要 “打赢精准扶贫攻坚战”,“中央统筹、省负

总责、市抓落实、县负责具体执行”的行政结构被

构建。为解决贫困地区县级政府治理能力孱弱的问

题,通过将精准扶贫上升到 “第一项政治任务”,
基于党的高位推动,中国形成了 “五级书记抓扶

贫”的领导责任机制。每一级政府都构建 “精准扶

贫指挥部”作为执行机构,推动精准扶贫 “下沉”。
但是,对于 “负责具体执行”的县级政府而

言,精准扶贫政策的复杂性远超县级政府想象。
由于中国农村贫困问题具有深厚的历史根源和政

治经济根源,再加上中国农村贫困面太大,致贫

原因复杂繁多,来自中央的政策愿景要通过县级

政府进入每一个贫困村和贫困户,难度极大。
从政策的模糊性来看,政策目标的确定、政

策对象和目标人群的精准以及政策工具的选择都

存在困难。从政策目标来看,精准扶贫的政策目

标是 “户销号、村出列、县摘帽”,但是,这些

明确的、被量化的 “硬指标”,在实际执行中的

可操作性并不高。从政策对象来看,贫困户的精

准识别相对困难。根据政策规定,不满足 “一有

两不愁三保障”① 的农户可申请成为贫困户。但

是否有稳定的收入,“吃不愁”和 “穿不愁”等

条件都难以衡量。从政策工具的模糊性来看,无

论是 “户销号”还是 “村出列”,都需要针对贫困

户和贫困村 “精准施策”。政策工具的组合和使

用,政策工具及其组合的有效性,以及 “因户施

策、因人施策”的要求都加大了政策的复杂性。
从政策的冲突性来看,嵌入在中国 “条块”

治理结构之下的精准扶贫政策充满了横向和纵向

冲突[46]。从纵向来看,随着福利供给责任的层

层下放[47-48],地方政府既缺乏能力,也缺乏动

力执行农村福利政策。广大贫困地区的县政府本

就缺乏充足的财政资源,而在 “选择性执行”逻

辑下,社会目标往往被地方政府忽视[49-50]。从

横向来看,中国的福利体制具有 “部门分权”特

征,不同部门负责不同的福利政策;政策之间存

在 “挤出效应”,部门间沟通不畅导致政策的低

效率[51]。精准扶贫目标依托 “五个一批”组成

的 “政策包”,承载着经济、教育、医疗、住房

等多项政策工具,多个部门卷入其中,每个部门

都是相对独立的利益主体。
从政策情境来看,“精准扶贫”之 “精准”的

政策设计,以及自上而下的 “县负责具体执行”的
行政安排,给县级政府带来了巨大的执行压力。在
政策情景的影响下,精准扶贫政策呈现出典型的复
杂政策特征。如是,对于 “负责具体执行”的县政
府而言,在行政能力和行政资源相对孱弱的前提
下,面对如此复杂的政策,县政府构建了什么样的
政策执行机制将中央的意图贯彻到每一个贫困户?

(二)研究方法

为了分析地方政府精准扶贫政策的执行过程、
策略和机制,本研究将采用案例研究方法。从案例
选择来看,遵循 “最大差异”原则,笔者选取了G
县、H县以及Y县。三县在贫困程度、自然、社
会、经济禀赋等方面均存在显著差异 (见下页表

2)。2017—2019年,笔者对各县精准扶贫的工作过
程展开了多次实地调研,并进行了多次回访。

① “一有”是指人均纯收入高于同期国家扶贫标准,“两不愁三保障”是指吃、穿不愁,教育、医疗、住房有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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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样本县基本情况

G县 H县 Y县

贫困等级 国家级 省定 省定

贫困村 (个) 14 118 15
贫困人口 (人) 6596 48523 24794
脱贫时间 2019年 2019年 2017年

自然环境 三江源地区 (青海省) 六盘片区西部 (青海省) 秦巴片区东南部 (湖北省)

社会状况 发育程度最低 发育程度较低 发育程度较高

调研时间 2018年10—12月 2019年8—9月 2019年9—10月

  针对每个县,本研究主要采用了三种资料搜

集策略。第一,半结构式访谈。沿着每一个案例

县的政策执行 “链条”,从县扶贫办及相关政策

执行主体,到乡镇党委书记、乡镇长、乡镇扶贫

办公室,再到扶贫工作队队员、村两委成员,均

进行了深入访谈,每次访谈时间约为30~90分

钟。第二,焦点小组。为了更为深入地理解精准

扶贫政策执行的过程和机制,针对特定的县,在

县级政府、县政府各部门、乡镇政府、扶贫工作

队以及村两委,笔者进行了多次焦点群体访谈。
第三,参与式观察。通过参与驻村工作队的日常

工作,“结对帮扶”队员的入户工作,了解扶贫

政策的具体实践过程。第四,除了调查数据之

外,笔者在案例县搜集了大量政策文件、工作报

告、工作笔记、照片等二手资料。一手资料和二

手数据共同构成了多案例数据库。
获取的三个县的案例材料均由笔者系统地录

入MAXQDA
 

20软件,并按照扎根理论的逻辑

进行处理[52],利用 MAXQDA软件对文本资料

进行层层编码。通过分析发现,虽然三个县的贫

困状况存在显著差异,但是,不同县政府的精准

扶贫政策执行过程和机制具有一致性。接下来,
本文将以编码数据为基础,对县级政府精准扶贫

政策执行所嵌入的政策情境、政策的属性以及地

方政府的执行机制进行更为深入的阐释。

四、 精准扶贫的执行机制

(一)权力重塑

如前所言,精准扶贫政策的执行面临着 “条
块分割”,既需要 “自上而下”的政治输入,又

需要在 “条块”体系之内实现跨部门协调和整

合[53]。此时,权力结构重塑是关键。为了实现

权力结构重塑,县委、县政府通过组织结构再造

和利益捆绑等策略,实现了政策冲突程度的降低

以及扶贫资源投入的增加。
1.组织结构再造:扶贫结构的赋权赋能

长期以来,我国农村贫困治理主要由 “开发

式扶贫”和 “救济式扶贫”两部分组成。真正归

属扶贫办的职能主要以 “开发式扶贫”为主,
“救济式扶贫”分散在不同政府部门。在县级政

府,扶贫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扶贫部门在县

级政府的地位相对较低,扶贫部门的政策协调和

调动能力相对薄弱。
在这一情境下,首先,县级政府建立扶贫攻

坚指挥部,实现决策和命令 控制体制的整合。
在党的 “高位推动”下,各级政府构建了准军事

化的组织体系,每一级政府、各政策部门以及事

业单位均成立精准扶贫领导小组/指挥部,由各

级党政 “一把手”担任双指挥长。其次,为了增

强扶贫办的政治地位,提高其指挥协调能力,县

政府将领导小组/指挥部的执行机构———脱贫攻

坚办公室———下设于扶贫办之中。通过领导小

组/指挥部的设立和扶贫办地位的提升,扶贫议

题在县级政府之内的政治地位也得到了显著

提升。
在地方政策执行能力短缺的情形下,组织结

构再造不仅是权力 利益重塑的过程,也是赋予

治理能力的过程。第一,扶贫组织能力提升。精

准扶贫之后,通过借调、挂职等方式,县扶贫局

的人力资源急剧扩张。不仅如此,利用干部遴选

机制,扶贫局领导班子的能力和素质也得以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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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第二,绕过科层。通过构建 “包保”体系,
体制内几乎所有单位和干部均被动员参与精准扶

贫工作。其中,最为关键的是 “单位包村”制

度,即每级政府及其下属政府部门和单位按照一

定原则进行 “层层包村”。通过派驻 “驻村工作

队”以及动员全体干部职工与贫困户 “结对认

亲”,填补基层治理能力的短缺。县域精准扶贫

的组织结构如图2所示。

图2 县域精准扶贫的组织结构

  通过组织结构再造,大量的资源被动员到扶

贫领域。首先,在 “结对帮扶”结构下,帮扶单

位需要向贫困村输入资源。单位需要 “自掏腰

包”,从办公经费 “挤出”资金用于帮扶贫困村。
其次,帮扶单位可以借助自身优势,或者借助自

身的政治地位和影响力,向其他行业部门争取项

目和资金。例如,H 县LJ村由省交通厅 “结
对”,大大缩短了LJ村连通西宁的公路项目的审

批时间。Y县MCP村由市纪委 “结对”,市纪委

利用其强势地位,实现其他行业部门对 MCP村

的政策和项目进行 “加码”。
2.利益捆绑:党的利益黏合机制

扶贫 “既是政府部门的职责,也是全社会的

职责”①,其超越了政府/社会部门边界。在跨边

界利益结构下,地方政府采取了多样化的利益捆

绑策略。通过 “党的方式”,精准扶贫与各级地

方政府及其部门、全体党员、企业以及社会组织

的利益被 “捆绑”,利益整合得以实现。

从党的组织系统内部来看,通过党的 “高位

推动”,在特定地方,精准扶贫目标与各级政府、
各部门以及国有企业和事业单位的政治利益相捆

绑。各级政府、各政府部门和事业单位层层签订

“军令状”,即目标责任书。目标责任与干部考核

和 “仕途”挂钩,党员干部有着强烈的动机去执

行精准扶贫政策。在 “单位包村”结构下,几乎

所有的党员干部都被动员到 “结对认亲”之中。
从社会部门来看,地方政府通过将扶贫目标

与社会部门的利益进行 “黏合”,实现了社会部

门的卷入。地方政府通过正式/非正式 “利益交

换”机制,动员企业部门参与扶贫。一方面,提

供补贴、免息贷款等优惠政策以换取经济组织的

扶贫投入。另一方面,帮扶单位会利用私人关

系,动员企业进行捐赠。例如,RF药业响应Y
市市纪委的号召,向CR村捐赠了50万元。RF
药业之所以选择CR村捐赠,既是因为 “企业的

社会责任”,也是因为 “RF的老总是市纪委的书

① YM20181218-FPBFT,位置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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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的同学……反正给谁不是给”①。
(二)政策调适

精准扶贫政策的模糊性主要源于扶贫目标的

模糊性、政策对象的模糊性和政策工具的模糊

性。为了应对政策的模糊性,具体政策实践的主

体采用了多种策略进行政策调适。在 “干中学”
的过程中,通过整合乡土社会的 “地方知识”和

国家的政策信息及知识,通过将复杂的政策和多

样化的对象进行 “匹配”,对象得以精准识别、
政策工具被有效组合,模糊的政策考核指标也得

以明晰。
1.知识整合:地方性知识的调用

无论是精准识别还是精准帮扶,信息和知识

在政策执行中都扮演重要角色。从精准识别来

看,自2015年起,随着精准扶贫成为政治任务,
精准识别之 “精准”成为精准扶贫政策的 “起
点”。但是,对于中国而言,由于技术上的模糊

和不确定性,以及 “熟人社会”和关系网络的影

响,“精准识别”异常困难[54-56]。
随着工作队的 “下沉”,“精准识别”的流程

被标准化重塑。由于扶贫干部、乡镇干部和村民

的参与,信息的不对称状态被打破。一方面,扶

贫工作队、乡镇 “挂点”干部以及村干部均被动

员到 “摸排”和信息搜集之中。不同于村干部,
扶贫工作队是 “上面派下来的精英”,超越了村

干部的乡土纽带;扶贫干部也非常珍视 “精英和

中立者”身份。另一方面,各村由群众代表大会

选举成立评审委员会,人员包括驻村工作队、村

民代表、村干部以及 “乡贤”,“对于各家各户的

情况都知根知底”②。同时,自2016年之后,随

着大数据平台的建立和完善,贫困户财产、收入

和消费等信息的可靠性逐步提升。地方政府开展

了多次精准识别 “回头看”工作。经过多次 “回
头看”,贫困户名单实现了实时动态调整。总之,
通过大数据信息以及多样化地方知识的调动和整

合,精准识别得以可能。
国家政策知识和地方性知识的整合也发生在

“满意度”达标的过程中。贫困县摘帽需要满足

“满意度”这一主观性较强的政策目标。“制造满

意”成为地方政府的重要任务。第一,驻村工作

队员和结对帮扶干部通过一遍遍走访贫困户,向

农户讲解扶贫政策,加深其对扶贫政策的认可。
第二,在走访过程中,扶贫干部扮演着 “亲戚”
的角色,“人情”优先于任务。第三,施加恩惠。
扶贫干部通常会携带 “小礼物”去看望贫困户,
例如一袋零食或两袋洗衣粉。随着关系的改善,
贫困户也会 “回赠”———包括土鸡、土蜂蜜等土

特产。这些 “小恩小惠”是促进双方感情的重要

纽带。第四,感恩教育。地方政府会对全体村民

定期开展感恩教育活动;扶贫干部在走访过程

中,也会针对 “不认可”者,做 “思想教育工

作”。在 “制造认可”的过程中,“情缘治理”策

略扮演了重要角色[57]。这也是知识整合的体现:
一方面,国家政策和理念等被 “下沉”;另一方

面,地方的文化、传统、理念以及非正式制度安

排也被整合到治理过程。
2.政策学习:作为 “政策经纪人”的基层

干部

精准扶贫政策的执行依赖于 “最后一公里”
问题的解决[58]。由于扶贫政策体系非常复杂,
精准扶贫涉及多个政策领域,政策工具繁多。但

是,无论是贫困村还是贫困户,致贫原因复杂,
且具有非常大的差异,什么是有效的工具以及如

何组合这些工具,都无法确定。基层政策执行人

员在地方情境和多样化政策之间扮演的 “政策经

纪人”角色,是 “精准施策”得以实现的关键。
驻村干部首要任务是调查贫困村的经济社会

状况和潜在的发展方向。作为 “外来者”,随着

驻村时间的增长和走访的增多,通过召开村委会

和群众大会,驻村干部对村情和贫困户状况的了

解得以增加。在此基础上,针对不同群体,在不

同的时间节点,将复杂的扶贫政策与复杂的致贫

原因进行 “调适”,实现贫困村和贫困户与扶贫

政策的 “精确匹配”。正如Y县 MCP村第一书

记所言:“首先 (驻村工作队)自己要熟悉政策。
哪些能用在这? 哪些不能用在他身上。……如果

①
②
YMC20181031-GZDZT,

 

位置114。
YMC20181104-DYSJ,位置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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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不知道哪些能用哪些不能用,照本宣科地念书

一样,时间浪费了,效果还不明显”①。
政策匹配的关键,在于为不同类型的贫困户

培养不同的获得稳定收入的能力。其中,是否具

有劳动力是划分贫困户的重要标准。对于没有劳

动能力的贫困户,“政策兜底”是基本策略。对

于有劳动能力的贫困户,为了实现稳定增收,主

要包括三个方面的措施。首先,“转移就业”是

最常使用的脱贫手段。“一旦有一个劳动力在外

打工,基本上就脱贫了。”② 鼓励劳动力外出

“打工”,成为贫困户脱贫的关键举措。其次,结

合其发展意愿和生产条件,制定产业发展方案。
在产业发展过程中,扶贫干部成为 “市场引导和

建构”———包括资金、信息和技术的获取以及销

路的解决———的主体。最后,仅仅帮助贫困户创

造生存能力是不够的,脱贫的根本在于 “扶志”。
为此,县政府以及扶贫工作队采取了多种手段,
例如,设置公益性岗位 (护林员、保洁员)。同

时,在工作队员和结对帮扶干部的日常走访中,
通过 “道德训诫”和 “劝人致富”,唤起贫困户

的责任感和羞耻感,提高其 “致富”和 “发展”
意愿。

五、 结论: 复杂政策执行的双重
机制及其后果    

  传统的政策执行文献尝试构建起包括复杂政

策在内的政策执行框架,但是对于复杂属性的可

建构性和执行过程的动态特征方面的解释力存在

不足。在治理转向的基础上,通过将国家政策执

行视为 “地方化”过程,本文构建了理解复杂政

策执行过程和机制的 “结构 调适”框架。通过

对三个具有 “最大差异”特征的案例县的精准扶

贫经验进行分析,本文对这一执行框架进行了

验证。
在这一框架下,虽然精准扶贫政策目标具有

高的模糊性和冲突性,但是,在政策执行过程

中,县政府主要构建了双重执行机制。首先,地

方政府构建了复杂的权力重塑机制,化解政策执

行中的横向和纵向冲突。通过组织结构再造,既

实现了责任体系和激励体系的重构,又实现了扶

贫组织的赋能和贫困治理能力的提升。通过 “利
益捆绑”,无论是党政部门,还是社会部门,在

党的利益黏合下,都被有效卷入政策执行过程

中。其次,在组织结构再造的基础上,地方性知

识、政策知识和市场知识得到有效整合。继而,
通过政策执行过程中的政策学习,精准扶贫政策

的模糊性被削减。随着扶贫工作队的下沉,通过

对地方性知识的灵活运用,“精准识别”得以实

现,目标人群的模糊性被消解。在复杂政策 “菜
单”的基础上,通过对每个贫困村和贫困户进行

“摸底排查”,政策执行者通过扮演 “政策经纪

人”角色,实现了政策工具组合和贫困村/户的

精准匹配。最后,由于最终考核指标相对模糊,
为了政策目标的最终实现,扶贫工作人员采用了

“情缘治理”策略 “制造满意”,以实现 “软”目

标的万无一失。
需要注意的是,在实现地方调适的过程中,

权力结构的重塑扮演着重要的促进者角色———这

是权力结构 “赋能”的体现。无论是知识整合还

是政策学习,自上而下的组织结构再造和利益捆

绑策略既是重要的激励机制,也是信息和知识得

以流动的制度化管道。通过组织结构的重塑,政

策知识、地方性知识以及 “干中学”的默会知识

在 “工作队”这一准正式网络中得以 “汇集”。
权力赋能的学习也是理解地方复杂政策执行的内

在逻辑之一。
如何理解地方政府所采纳的多样化策略? 这

与其嵌入的政策情境高度相关。一方面,精准扶

贫政策之 “精准”的要求,系统地影响了政策的

复杂性。另一方面,精准扶贫政策所设置的执行

结构,构建了极强的自上而下的政治压力。这既

赋予了县级政府决策空间,又施加了强大的政策

执行压力和责任。在这一政策情境下,负责具体

执行的地方政府和行为者在约束和赋能之中,构

建了多样化的针对复杂政策的执行机制和策略。

①
②
YMC20181102-DYSJ,位置344。
H20190911-ZJZ,位置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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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双重机制,地方政府产生了什么样的政

策影响? 不同于政策执行的 “失败/成功”以及

“服从/违背”的二分法,地方政府所采纳的双重

机制产生了非常复杂的影响。与当前有关复杂政

策的 “象征性执行”的逻辑不同,本研究发现,
复杂政策目标是可以实现的。通过 “组织结构再

造”和 “利益捆绑”,横向 纵向冲突被消解,大

量的资源被动员到扶贫领域。通过知识整合和政

策学习,政策目标、政策对象和政策工具得以明

晰,精准扶贫之 “精准”在很大程度上得以

实现。

六、 讨论

中国县政府通过各种机制执行复杂政策的过

程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经验启示。从理论上来看,
在复杂政策执行研究中,政策的复杂性总是被视

为外生变量。讨论的核心是复杂政策的执行模

式,且总是被陷入执行失败的偏见中。但是,本

研究发现,政策复杂性本身并非外生变量。地方

政府的政策执行者能够利用双重机制,竭力削减

复杂政策的模糊性和冲突性,从而推动复杂政策

顺利落地。复杂政策的执行是一个复杂性被消解

/强化的过程,因此假设复杂政策拥有特定的执

行模式在理论上是存在缺陷的。进一步,假设复

杂政策会存在失败也是有问题的。复杂政策执行

的后果取决于在执行过程中的权力结构重塑和政

策学习过程。特别是,通过将政策学习和权力结

构进行整合,本文构建的 “结构 调适”框架对

于理解复杂政策执行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权力

结构不仅重塑了利益关系,也再造了政策学习的

机制。其中,不同的政策知识的获得、转移以及

整合的过程和机制存在非常大的差异,最终决定

了政策调适的方式和可能性。这对于复杂政策的

执行模式、执行后果以及政策执行过程中的权力

结构和政策学习之间的关系都有重要的理论启示。
这进一步说明,复杂政策执行是嵌入在 “地

方化”过程之中的。一方面,政策执行是一个过

程。无论是政策目标、政策工具,还是政策执行

的结构,在政策自上而下的 “流动”过程中,具

体的负责执行的主体可以策略性地改变这些政策

属性。随着时间的展开,地方政府的政策学习和

主体之间的政策互动会显著影响政策执行的过

程、机制以及最终的结果[15]。另一方面,政策

执行是 “地方实践”的过程,其嵌入在自上而下

和自下而上的跨层次互动之中[19]。自上而下,
政策情境和制度设置显著地影响了地方政府面临

的制度约束[20];但是,随着政策的下沉,自下

而上,地方政府开始成为核心的政策实践主体,
政策执行的最终过程和结果均内嵌于这一互动结

构之中。
从经验上来看,对于现代国家而言,几乎所

有社会目标的实现都依赖于政府设计的复杂政

策。但是,在普遍面临 “执行能力短缺”的情境

下,如何实现复杂政策的有效执行,是所有国家

都面临的挑战。对于中国而言,要实现诸多社会

治理目标,将制度优势转化为制度效能,执行力

的构建是关键的环节。与 “治理”转向下的政策

执行研究结果相仿,地方复杂政策的执行机制说

明,有效的政策执行需要在 “上”和 “下”之

间,建立复杂的跨层次制度安排;同时,在面临

复杂的横向冲突之时,如何构建跨部门的横向协

调结构,对于有效的政策执行异常重要[19]。不

仅如此,横向和纵向的制度安排在构建有效的制

度约束的同时,还需要实现地方政府的赋能,提

升地方政府的学习能力、问题解决能力和适应性

执行 (adaptive
 

implementation)能力[11]。制度

约束的构建、学习能力的提升,均是实现有效执

行,提升执行力的关键。
但是,自上而下的权力的主导政策调适也面

临一系列困境。首先,学习能力不足。贫困治理

是专业化事务。但是,无论是原有的乡村干部还

是被动员起来的扶贫工作队员,均非专业扶贫干

部。面对复杂的精准扶贫政策,虽然可以通过

“干中学”在一定程度上化解政策的模糊性,但

高昂的学习和试错成本是重要的掣肘因素。其

次,通过动员结构执行复杂政策的成本较高。大

规模的权力结构再造冲击了地方政府的运作。同

时,随着越来越多的干部 “下沉”,党的 “利益

捆绑”策略带来的激励效力逐渐降低。最后,多

样化的机制可能带来意外后果。一方面,由于

“下沉干部”并非专业贫困治理和乡村治理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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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加上派驻单位之间的部门竞争,可能催生 “面
子工程”。扶贫资源的利用效率以及项目的可持

续性成为问题。另一方面,组织结构的重构也意

味着对乡村治理能力的质疑。随着 “精英”的下

沉, “第一书记”和扶贫工作队已经有 “包揽”
乡村治理事务的趋势。随着 “第一书记”和工作

队的改革和撤出,乡村治理能力重构将面临巨大

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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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wer
 

Reconstruction,
 

Policy
 

Adaptation
 

and
 

Complex
 

Policy
 

Implementation:
 

Experience
 

from
 

the
 

Implementation
 

of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Policies
 

in
 

Counties

Cai
 

Changkun,
 

Li
 

Yuexiao

【Abstract】The
 

implementation
 

capacity
 

is
 

the
 

key
 

to
 

achieving
 

social
 

development
 

goals
 

and
 

transforming
 

institutional
 

advantages
 

to
 

institutional
 

efficacy.
 

However,almost
 

all
 

the
 

social
 

devel-
opment

 

policies
 

are
 

complex.
 

How
 

can
 

complex
 

policies
 

be
 

implemented?
 

To
 

answer
 

this
 

question,
by

 

regarding
 

policy
 

implementation
 

as
 

a
 

process
 

of
 

“localization,”
 

this
 

study
 

constructed
 

a
 

structure-
adaptation

 

analytical
 

framework
 

to
 

understand
 

the
 

process
 

and
 

mechanism
 

of
 

complex
 

policy
 

imple-
mentation.

 

Based
 

on
 

the
 

experience
 

of
 

three
 

counties’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policies,this
 

pa-
per

 

analyzed
 

the
 

mechanism
 

of
 

the
 

county
 

government􀆳s
 

implementation
 

of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
tion

 

policies.
 

This
 

study
 

found
 

that
 

the
 

county
 

government
 

has
 

constructed
 

diversified
 

strategies
 

un-
der

 

the
 

specific
 

policy
 

situation,i.e.,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policy
 

of
 

high
 

conflict
 

and
 

high
 

ambiguity.
 

On
 

the
 

one
 

hand,the
 

county
 

government
 

resolved
 

the
 

horizontal
 

and
 

vertical
 

conflicts
 

of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policies
 

by
 

restructuring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interest
 

binding,and
 

other
 

power
 

restructuring
 

mechanisms.
 

On
 

the
 

other
 

hand,through
 

policy
 

adjustment
 

mechanisms
 

such
 

as
 

knowledge
 

integration
 

and
 

policy
 

learning,the
 

county
 

government
 

realizes
 

the
 

clarity
 

of
 

pol-
icy

 

objects,the
 

precise
 

combination
 

of
 

policy
 

tools,and
 

the
 

“hardening”
 

of
 

policy
 

objectives.
 

The
 

policy
 

context,multiple
 

consequences,and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implications
 

embedded
 

in
 

this
 

process
 

are
 

also
 

discussed
 

in
 

this
 

paper.
【Key

 

words】Complex
 

Policy,Power
 

Reconstruction,Policy
 

Adaptation,Targeted
 

Poverty
 

Allevi-
ation




